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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视角下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

与典型模式

———基于６１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文　宏，李风山

摘　要：环境治理悖论的出现直接指向于政策执行偏差。文章立足于生态环境部重点监控的６１个城市数

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ｆｓＱＣＡ），构建 “组织－主体－过程”的分析框架，讨论组织资源禀赋、目

标清晰度、政治压力、执行响应、公众诉求、执行难度和控制激励等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对大气环境政策

执行偏差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所有单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０．９，表明这些因素并不构成大气环境

政策偏差的必要条件。通过多变量组态分析，得出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七条路径，并根据布尔最小

化算法，总结出主体型偏差、结构型偏差、框架型偏差３种典型模式。其中，公众诉求不出现是所有路径的

核心条件，而组织资源禀赋不强、政治压力小、执行难度高等条件，则是大气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重要诱发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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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公共政策目标与执行结果的一致性是政策科学持续关注的议题。然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
受限于执行主体、资源禀赋和执行情境等诸多因素，导致执行效果与既定目标存在缺口，即我们常
说的 “政策执行偏差”［１］。在环境治理领域中，这种政策执行偏差表现得更加明显。随着污染问题
日益突出，公众环境意识明显增强，污染治理成为政府注意力的重点聚焦领域，一揽子环境政策顺
利出台。但很多大气环境政策却并未如期实现目标， “环境治理悖论”或 “绿色悖论”逐渐凸显，
甚至有的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污染—治理—再污染”循环怪圈依然存在［２］［３］，而这种环
境治理悖论的出现直接印证了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命题。

既有研究对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制度、组织和激励等要素进行了讨论，以打开政策执行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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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４］［５］（Ｐ２２－３８）［６］。例如，委托代理理论关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情境下的执行偏差，认为组织
层级长链条的存在加大了利益集团内部分化风险，政策执行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常常进行目标置
换［７］。同时，政策执行者往往通过复杂的感知机制扭曲政策的真实意图，导致政策执行偏差［８］。这
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但综合国内外关于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
发现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第一，大量研究通过对个案的深描，提炼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因素，难以
避免其内生的推广性风险，消解了研究信度和效度［９］。第二，不多的实证研究往往满足于回归分析
等方法，致力于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 “净效应”，难以回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作为复杂问题
的因果路径问题［１０］（Ｐ１９－３４）。第三，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忽略了不同城市的强异质性，无法区分
不同城市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因素，存在精细度不够的问题。基于以上认识，为弥合上述研究
不足，本文继续关注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现象，重点回答为什么环境政策执行会出现偏差这一问题，
这有助于强化我们对政策执行偏差形成的内在机理和典型模式的认识，进而精准开展环保行动。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ｓＱＣＡ），对我国生态环境部重点监控的６１个城市进行多案例正反结果交叉的综合考察，重点解决
个案研究、定量分析和省际数据的研究不足。作为一项兼顾定性和定量功能的综合性方法，定性比
较分析超越了一般定量方法在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上的局限性，能够有效识别不同条件组合情境下的
相同结果，对于解释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发生路径具有很好的方法适配性。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很多国外研究为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形成的内在逻辑绘制了丰富的理论图谱，以不同理论视角和
概念框架揭示了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深层次逻辑。但这些研究往往立足于西方体制和制度情境，其
研究结论在中国的政策分析中适用性比较有限。与此同时，国内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执行是一个政治
性较强的分析概念，必须结合中国实践，不断修正西方理论蕴涵，形成了本土色彩比较浓厚的分析
框架。他们强调中国场景下政策本身、执行主体、外部环境、执行难度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是政
策执行偏差发生的根本逻辑［１１］［１２］［１３］，认为 “共谋”自利性、压力制度性因素和监管约束导致了区
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１４］。有学者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借助超效率ＤＥＡ模型测算了大气污染治理效
率，认为不同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治理目标有显著影响［１５］。还有学者立足于我国政策执行偏差
研究，根据不同路径，总结了当前研究在央地关系、街头官僚、行政体制、行政生态、政策性质、
制度视角以及组织视角的七种逻辑，较为完整地展示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知识图谱［９］。

但正如前文所述，既有研究仍存在个案研究、定量分析和数据偏差的不足，这为我们进一步研
究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拓展空间。因此，着眼于大气环境政策执行，以多城市案例开展定性比
较分析，寻找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关键变量及其作用路径成为我们的研究起点。结合已有研究
成果，我们主要关注环境政策执行的组织、主体和过程三大维度，整合组织资源禀赋、目标清晰
度、政治压力、执行响应、公众诉求、执行难度、控制激励这七个变量，构建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
差的分析框架 （如图１所示），细致讨论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与典型模式，确定政策
执行偏差的关键变量及其组合路径，从而打开公共政策执行黑箱。

（一）组织维度
１．组织资源禀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不同资源禀赋的地方政府对环保治理资源的控制约束不同，会

直接影响政府环境治理行动，显著调节环境政策执行效果［１６］。中国环境治理存在地方分权悖论，
折射出地方政府权力和资源的控制差异，导致其环境治理行动具有明显不同［１７］。这其实隐含着组
织资源禀赋对治理效果造成影响的假设，特别是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差异，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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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分析框架

环境治理行动。

２．目标清晰度 （Ｃｌａｒｉｔｙ）。政策目标越清晰具体，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越有抓手和方向。有
学者根据政策的模糊和冲突属性，构建了 “模糊－冲突”模型，划分出四种执行模式［１８］。一般而言，

政策文本及其目标的清晰性和单一性，有助于传递明确的政治价值和绩效目标，能够对政策执行活
动进行有效约束，减少因执行主体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带来的执行偏差。然而很多政策文本偏向于宏
观指导，规制比较模糊，则比较容易发生执行偏差［１９］。

（二）主体维度
１．政治压力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的干预意味着压力生成和传导。这种压

力会借助科层制度安排，使得环境治理呈现出 “环境权威主义”的特征［２０］，逼迫地方政府提升环
境治理效果，减少执行偏差。在大气污染治理中，上级政府通过政策文件传递出的政治压力，无疑
构成了地方政府努力提升环境治理效果的关键驱动要素。

２．执行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执行响应是反映执行主体对大气污染问题的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变
量，显示出执行主体的能力水平与责任履行程度［２１］。执行主体的响应程度越高，意味着资源和注
意力投入越多，环境治理绩效就可能越好，就越不容易发生执行偏差。

３．公众诉求 （Ａｐｐｅａｌ）。公众不仅是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直接承担者，更是环境改善带来的正
外部性的直接受益者，双重角色的定位为公众表达环境参与意愿提供了原始动力。随着环境污染的
进一步加剧，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发生改变，其环保意识更强，有助于提升环境治理效果［２２］。

当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不力时，公众往往会通过投诉、上访、人大或政协提案等方式表达态度。这种
外部监督内生的压力往往督促政府强化环境政策执行力度。

（三）过程维度
１．执行难度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大气环境问题越严重，意味着任务完成难度越高，政策目标越不容

易达成。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式治理行动中，地方政府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高指标任务，执行难度较
大，往往倾向于变通政策［２３］。在 “蓝天保卫战”等运动式大气污染治理中，中央政府时间约束和
资源控制的压力较大，大气污染的严重性则会直接导致环境污染治理难度存在差异，使得地方政府
政策变通发生概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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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控制激励 （Ｃｏｎｔｒｏｌ）。以必要的资源和权力控制作为环境规制的手段，能够保证执行主体在
秩序范围内完成任务。有研究表明，严格的考核控制机制使得具体执行主体需要承担自上而下的政
策压力，进而激发政策执行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加大环境政策执行力度［２４］。同时，地方
政府环境政策执行还受到政治激励、经济激励和财政激励的影响［２５］。在大气环境治理行动中，量
化、可操作的考核体系以及具体清晰的激励措施，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方向。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与传统的单案例或多案例比较研究不同，ＱＣＡ方法通过 “组态”的方式处理案例，把每一个

案例都视为一系列属性构成的复杂组合，提炼出一定数量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２６］（Ｐ５－１１）。变量反
映的是案例在特定概念集合的隶属度，最大值为１，代表案例完全隶属对应概念集合，最小值为０，

代表完全不隶属对应概念集合［２７］。同时，在此基础上，将每个案例作为一个样本看待，以定量分
析的思维形成新的比较分析，不仅弱化了定性分析的主观化，还避免了回归分析等定量技术难以解
决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以至于一般的定量分析方法无法展现不同条件组合的复杂路径，在
因果机制上阐释得不够清晰。

本文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
法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单案例研究或多案例比较分析，在多案例比较上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二是大
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是多重影响因素复杂组合的结果，单纯依靠传统定量研究方法，只能从不同因
素影响的显著性程度上观察，难以真正发现不同因素的作用路径。三是有助于弥合理论与现实的差
距，对于理论上发生但现实中未发现的潜在案例，能够借助 “反事实分析”穷尽所有可能性，提高
研究的精准度和深度。

（二）案例选择
面对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问题和群众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呼声，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李克强

总理对环境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打好蓝天保卫战。”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多次
针对空气污染问题进行批示和部署，进一步提出 “打赢蓝天保卫战”。在中央号召下，各地纷纷出
台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以实际行动改善空气质量，并配套出台了大量的大气治理政
策。本文选取生态环境部 （原 “环保部”）第一阶段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７４个重点城市作为研究
案例，同时根据空气质量研究常用的２年制作为时间跨度，将研究时间区间控制在２０１７年３月—

２０１９年３月。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保定、承德、东莞等１３个城市统计年鉴在特定标准上未
公布数据，导致部分案例变量数据缺失。为保证研究的精确性，减少数据缺失带来的偏差影响，本
文特删去这些案例，最终确定６１个城市作为研究案例 （如表１所示）。

（三）变量测量
１．结果变量。政策执行结果 （Ｅｆｆｅｃｔ）。根据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变量的测量隶属度来看，政

策执行与目标完全一致则赋值为１，完全不一致则赋值为０。尽管政策执行偏差意味着政策执行失
败，但不同政策执行偏差的程度不同，出于精准测量的考量，将政策执行效果赋值区间０～１定义
为政策执行偏差的程度。此外，由于空气质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变量，难以通过单一指标衡量，因
此将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ｄｅｘ，ＡＱＣＩ）作为变量测
量标准。ＡＱＣＩ是生态环境部最新采用的描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状况的无量纲指数，它综合考
虑了ＳＯ２、ＮＯ２、ＰＭ１０、ＰＭ２．５、ＣＯ、Ｏ３ 这六项污染物的污染程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数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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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案例基本信息

案例编号 案例城市 所在省份 案例编号 案例城市 所在省份 案例编号 案例城市 所在省份

１ 北京 北京 ２２ 丽水 浙江 ４２ 唐山 河北

２ 沧州 河北 ２３ 连云港 江苏 ４３ 天津 天津

３ 常州 江苏 ２４ 南昌 江西 ４４ 温州 浙江

４ 大连 辽宁 ２５ 南京 江苏 ４５ 无锡 江苏

５ 佛山 广东 ２６ 南宁 广西 ４６ 武汉 湖北

６ 福州 福建 ２７ 南通 江苏 ４７ 西安 陕西

７ 贵阳 贵州 ２８ 宁波 浙江 ４８ 宿迁 江苏

８ 哈尔滨 黑龙江 ２９ 秦皇岛 河北 ４９ 徐州 江苏

９ 海口 海南 ３０ 青岛 山东 ５０ 盐城 江苏

１０ 邯郸 河北 ３１ 衢州 浙江 ５１ 扬州 江苏

１１ 杭州 浙江 ３２ 厦门 福建 ５２ 银川 宁夏

１２ 合肥 安徽 ３３ 上海 上海 ５３ 长春 吉林

１３ 呼和浩特 内蒙古 ３４ 绍兴 浙江 ５４ 长沙 湖南

１４ 湖州 浙江 ３５ 深圳 广东 ５５ 肇庆 广东

１５ 淮安 江苏 ３６ 沈阳 辽宁 ５６ 镇江 江苏

１６ 惠州 广东 ３７ 石家庄 河北 ５７ 郑州 河南

１７ 济南 山东 ３８ 苏州 江苏 ５８ 中山 广东

１８ 嘉兴 浙江 ３９ 台州 浙江 ５９ 重庆 重庆

１９ 江门 广东 ４０ 太原 山西 ６０ 舟山 浙江

２０ 金华 浙江 ４１ 泰州 江苏 ６１ 珠海 广东

２１ 兰州 甘肃

大，表明综合污染程度越重。为进一步测量政策执行效果，主要采用初始综合指数与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平均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计算，计算方式为：

Ｅｆｆｅｃｔ＝１－
∑
ｉ

（∑
ｉ

Ｃｏｎｉ
Ｓｔａｉ

）

２４∑Ｃｏｎｂ
Ｓｔａｂ

其中，Ｃｏｎｉ代表ＳＯ２、ＮＯ２、ＰＭ１０、ＰＭ２．５、ＣＯ、Ｏ３ 这六项污染物的浓度，Ｓｔａｉ 代表不同污

染物的年均值二级标准，Ｃｏｎｉ
Ｓｔａｉ

为污染物ｉ的单项指数，ＣｏｎｂＳｔａｂ
为研究起始时间的某一污染物的单项指

数。∑
ｉ

Ｃｏｎｉ
Ｓｔａｉ

则代表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将研究时间区间设置为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９年３月，因

此这里的ｊ为两年间的月份，一共为２４个月。

２．条件变量。（１）组织资源禀赋。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能够调动的治理资源
至关重要，因此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组织资源禀赋。参照以往研究［２８］，采
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征组织资源禀赋。数据全部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２）目标清晰度。在环
境治理行动政策文本中，目标的清晰度将直接影响具体执行主体的执行方向，关乎政策执行结果与
目标一致性的测量。根据大气环境治理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四值模糊集赋值，将多重宏观目标赋值
为１，意味着完全隶属于执行偏差；单一宏观目标赋值为０．６７，意味着偏隶属于执行偏差；多重具
体目标赋值为０．３３，意味着偏不隶属于执行偏差；单一具体目标赋值为０，意味着完全不隶属于执
行偏差。数据均来源于各城市发布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及配套政策文本。（３）政治压力。上级政府
政策文本的密集度反映出政治压力大小。参照王蓉娟等［２９］的研究，将省级政府出台的环境政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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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征大气环境治理的政治压力。不同省级政府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政策出台数量有差异，反映出
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不同，这对于各城市大气治理执行效果存在直接影响。其中，数据来源于法律
之星 “中国地方法规库”，以 “空气污染”“大气治理”等主题进行检索。（４）执行响应。地方政府
在环保领域的投入注意力反映了其对环境治理的响应程度。一般而言，采用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
出的比重表征地方政府大气治理的执行响应程度。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越大，地方政府的执行
响应程度越高，积极性和主动性越强，越不容易产生执行偏差。数据全部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
（５）公众诉求。公众诉求是区域内公众对地方政府大气环境治理的监督和参与。公众诉求越高，意
味着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行动监督程度越强，参与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政策执行有效性的提升。本文
采用公众在研究时间区间内关于空气污染的投诉案件表征公众诉求。数据来源于由中华环保联合会
主办的专门环保类网站平台 “环境污染投诉网”，类别限定在 “大气污染”主题上。（６）执行难度。
空气质量问题的严重性直接反映了大气环境治理的执行难度。执行难度越高，政策执行偏差越有可
能发生。采用执行初期城市空气质量问题严重性和排名情况作为执行难度的操作化结果。数据来源
于中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城市空气质量月报。（７）控制激励。外部控制和激励手段对地方政府政策
执行的积极性有着直接推动作用。考核越精细严格，激励越明确，政策执行越不容易生成偏差。因
此，根据各城市出台的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政策文本，进行四值模糊集赋值，分别为考核设定模
糊、激励不明确 （赋值为０）；考核问责设定模糊、激励措施明确 （赋值为０．３３）；考核问责设定清
晰、激励措施不明确 （赋值为０．６７）；考核问责设定清晰、激励措施明确 （赋值为１）。

表２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测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测量 数据来源

结果变量 政策执行结果

（Ｅｆｆｅｃｔ）

校准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变化 生态环境部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城市空气质量月报

条件变量 组织维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组织资源禀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校准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城市统计年鉴

目标清晰度

（Ｃｌａｒｉｔｙ）

根据目标的多重性和具体性赋值 具体政策和案例内容

主体维度

（Ｂｏｄｙ）

政治压力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校准省级政府出台的空气环境政策数量 法律之星 “中国地方法

规数据库”

执行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校准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城市统计年鉴

公众诉求

（Ａｐｐｅａｌ）

校准群众大气污染类投诉案件数量 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

环境投诉网

过程维度

（Ｐｒｏｃｅｓｓ）
执行难度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校准治理初期城市空气质量问题严重性

和排名情况

城市空气质量月报

控制激励

（Ｃｏｎｔｒｏｌ）

根据考核问责和激励的清晰度赋值 城市出台的蓝天保卫战

行动计划

（四）数据校准与构建真值表
上述大多原始数据只是未经过校准的数据，难以准确衡量不同案例在同一指标上的大小。且很

多数据分布在完全隶属 （１）和完全不隶属 （０）之间，无法准确确定隶属度。因此，有必要对原始
数据进行校准。在校准数据时最关键的步骤在于确定分界锚点，即设置３个临界点，分别对应

０．９５、０．５、０．０５。根据已有研究对校准锚点的讨论和处理标准［２９］［３０］，选取常用的变量原始数据在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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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０％和７５％处的取值作为校准锚点。数据校准之后，运用ｆｓＱＣＡ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本
文按照主流做法给定的一致性 （０．８）和案例频数阈值 （１），构建出基于布尔组态的真值表①。借
助真值表，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的组合路径，发现大气环境政策执行
偏差的多因素组合及其典型模式。

四、结果与分析

（一）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条件分析之前，检查单个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必要性非常关键，这是因为真值表

分析本质上是关于充分性的分析。根据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规定，单变量的必要性主要借助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和覆盖率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来计算。一致性和覆盖率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Ｙｉ≤Ｘｉ）＝∑（ｍｉｎＸｉ，Ｙｉ）／∑（Ｙｉ）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Ｙｉ≤Ｘｉ）＝∑（ｍｉｎＸｉ，Ｙｉ）／∑（Ｘｉ）
其中，必要一致性反映的是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必要程度。一致性数值越大，意味着条件变

量作为结果变量必要条件的程度越高。从常规经验来看，当某一条件变量的必要一致性大于０．９
时，就认为该变量构成了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否则，便要与其他条件形成组态分析。覆盖率则表
示对应条件变量能够解释结果变量的案例比例，即经验上的解释程度。将所有正反条件全部纳入检
测过程分析后，共得到１４个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如表３所示）。从必要性分析
结果来看，所有条件的一致性均小于０．９，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单一条件能够直接解释结果变量。同
时，覆盖率也均未达到０．９。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是一个多重变量复杂组合
的结果，需要借助多变量组态分析作进一步的考察。

表３　政策执行偏差的单变量必要性检测

条件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覆盖率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组织资源禀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４７９４２８　 ０．５２４０４２

～组织资源禀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６１６７１０　 ０．６０８０５７
目标清晰度 （Ｃｌａｒｉｔｙ） ０．７３２７４１　 ０．５６４１５９

～目标清晰度 （～Ｃｌａｒｉｔｙ） ０．３８０４７５　 ０．６０３６６３
政治压力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０．６１１３３４　 ０．５９５００１

～政治压力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０．４４１１６３　 ０．４８９２８５
执行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０．６１０００６　 ０．６２１８４５

～执行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０．４６３３６３　 ０．４８８７１０
公众诉求 （Ａｐｐｅａｌ） ０．２８５２５３　 ０．６６９６３６

～公众诉求 （～Ａｐｐｅａｌ） ０．８３８３９９　 ０．５５７７７４
执行难度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０．５４７３８９　 ０．５７４１１５

～执行难度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０．５２３１３３　 ０．５３６１９０
控制激励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５６１３６７　 ０．５５９２６３

～控制激励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５２９０７９　 ０．５７１７７０

　　注：“～”是集合论中的关系符号，表示 “非”，意为 “不存在”；“＊”是布尔代数中的基

本运算符，表示 “ａｎｄ”，意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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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变量组态分析
由于任何单因素都无法构成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我们需要将所有条件变量全部纳入政策

执行偏差的多变量组态分析当中。在ｆｓＱＣＡ方法中，多变量组态分析的方案解可以分为三种：复
杂解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中间解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和简约解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它
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分析过程对 “逻辑余项”的差异考量。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三种方案解都
可以用来解释结果变量，但比较常见的是优先考虑中间解，这是因为它更能够反映理论与现实的融
合状况。中间解结果显示 （如表４所示），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一共有７条路径，且每条
路径组合的一致性均超过０．８，这意味所有组合都构成了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总体一致性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超过０．８，意味着中间解的总体构型对结果变量的产生具有较高的充分性，总体
覆盖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达到０．４１３，说明总体组态能够解释案例集合中较多的案例。

表４　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中间解的条件组态

条件变量
条件组态

Ｍ１ Ｍ２ Ｍ３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Ｓ７

组织资源禀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 ● ○ ○ ○ ○
目标清晰度 （Ｃｌａｒｉｔｙ） × ● ● ○ ● ○ ●
政治压力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 ● ● ○ ○ ● ○
执行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 × ● ● ● ○
公众诉求 （Ａｐｐｅａｌ） ○ ○ ○ ○ ○ ○ ○
执行难度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 ● ● ○ ○ ○ ●
控制激励 （Ｃｏｎｔｒｏｌ） ● × ● ○ ● ● ●
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８７０　 ０．８８９　 ０．９０７　 ０．９０７　 ０．８１９　 ０．８３２　 ０．８１６
原始覆盖率 （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７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５
唯一覆盖率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４
总体一致性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０．８３６
总体覆盖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４１３

　　注：“●”代表该条件出现 （Ｐｒｅｓｅｎｔ），“○”代表该条件缺失 （Ａｂｓｅｎｔ）；“×”表示该条件对于结果变量无关紧

要。原始覆盖率 （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代表某一条件组合能够该结果发生的案例比例，唯一覆盖率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代

表某一比例的案例仅能被该条件组合解释。

对表４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在单变量必要性分析中，没有任何单一条件变量构成结果变量
的必要条件，但 “公众诉求不出现”在所有路径中均出现，表明公众诉求不出现在大气环境政策执
行偏差生成机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构成了结果变量的核心条件。公众诉求表达的强烈程度直接指
向于环境政策执行中的政府与公众的互动行为及其结果。在多元环境治理框架中，公众表达对大气
环境的诉求，有助于吸引政策执行的领导注意力，提高领导对问题的重视程度，进而通过科层组织
压力调整政策执行模式，实现有效执行。但公众如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倾向于沉默，则不利于形成
良好的外部监督环境，难以对政府政策执行产生必要约束。同时，根据布尔最小化原则，考虑不同
路径变量间的相关性，可以归纳出三种典型模式：

１．主体型偏差 （Ｓ１＋Ｓ２）。路径一和路径二的一致性分别为０．８７０、０．８８９，说明这两种条件组
合对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解释性较好，构成了较高的充分性。经过布尔最小化运算，可以得到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ｐｐｅ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ｌａｒｉｔｙ），转化为中文是组织资源禀
赋＊政治压力＊～执行响应＊～公众参与 （控制激励＋目标清晰度）。上述路径说明尽管某个城市
拥有较好的经济发展水平，组织资源比较充足，上级政府对大气环境政策执行较为重视，出台了密

—７７—

文　宏，等：组态视角下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与典型模式



集的政策支撑，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在控制激励设置适当和政策目标比较清晰的前提情况下，如果
出现执行响应和公众诉求不存在的条件，则地方政府倾向于表现出执行偏差。由此可见，地方政府
执行响应和公众诉求的沉默属性构成了主体型偏差模式的关键条件。在大气环境政策执行中，多层
级的科层组织并非是 “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强烈利益分化的能动性主体。基于 “成本 效益”逻辑
的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在上级政府设定的行动框架中进行政策执行，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着资源投
入和政治绩效，因此往往会出现与中央政府要求不一致的行为。同时，公众沉默实际上为地方政府
政策执行偏差塑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公众对环境的注意力难以通过上级政府的调节，转化为实际
压力，进而不容易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形成监督压力，这无疑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提
供了机会。早在２０１６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就将泰州市泰兴经济开发区污染事件作为重点整改案件，
因为该污染不仅直接影响着长江水质，还间接影响了周边的空气质量。但直至２０１８年，泰州市仍
然未解决相关问题，表现出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不上心、响应不及时、执行不到位。此外，泰
州市公众在这一问题上也缺少必要的信访、投诉等形式的监督，导致出现偏差。

２．结构型偏差 （Ｓ３）。路径三反映出在组织资源禀赋较好、政策目标清晰度较高、外部政治压
力较强、公众诉求表达较弱、执行难度较大和控制激励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政策执行偏
差。这条解释路径的一致性为０．９０７，原始覆盖率为０．１３６，表明具有较高的解释效力。由此可见，
大气环境治理政策的执行难度直接限制了城市开展治理行动的内在动力，外部公众诉求表达较弱，
未形成硬性的外部约束，形成内生动力不足与外部约束宽松的结构型偏差模式。这种模式重点指向
于执行难度对城市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带来的重要影响。大气污染治理难度过高，一方面会直接
影响领导注意力和资源的匹配，另一方面在考核检查压力较强的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倾向于象征性
执行。将这种模式回归到案例库中予以印证，发现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南通市。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南
通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值为４．９２，空气相较于全国重点监控城市而言质量较差，大气治理的
难度较大。同时，查阅南通市政府部门官网，辅之以微博、微信等平台，发现在南通市大气污染治
理过程中，群众通过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的上访、写信、举报等表达诉求的案件较少，这意味着
公众对城市空气治理行动缺乏必要的监督。后来，南通市多次遭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批评，这也侧
面说明南通市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存在偏差。

３．框架型偏差 （Ｓ４＋Ｓ５＋Ｓ６＋Ｓ７）。对路径四、五、六、七进行布尔最小化运算，转化
为～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ｐｐｅａｌ＊～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转化为中文是～组
织资源禀赋＊ （～政治压力＊执行响应＊～公众诉求＊～执行难度＋控制激励）。四条解释路径的
一致性均超过０．８，原始覆盖率均超过０．０５。从简化后的表达式来看，组织资源禀赋不出现和政治
压力缺失是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重要因素。组织资源禀赋较好地表现出地方政府大气污染
治理的经济能力，政治压力缺失则体现为省级层面政策出台密度不高，对城市的体制控制较弱。因
此，可以称之为资源投入有限和政治压力不足的框架型偏差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组织资源的不足
说明城市在大气污染治理行动中可控制资源的有限性。与组织资源禀赋的城市相比，这种特质下的
城市往往无法给予强大的经济支持。而大气污染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这就从硬性框架中限
制了城市的政策执行活动。同时，外部政治压力不强致使环境治理难以达到治理目标。一方面源于
硬性资源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环境治理压力经过省级政府调节传递不到位，双重因素组合的
外部框架为地方政府偏离政策目标提供了契机。这种模式的典型城市是银川市。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生态环境部曾多次点名批评银川市环境质量变差、大气污染整治不力。银川市地处我国西北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加之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大气环境政策上注意力有限，导致银川市大气环境
治理效率偏低，进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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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借鉴以往研究的稳健性检验方法［３０］，本文对一致性水平进行了调整。将一致性阈值从０．８调

整为０．８５后，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可以发现，解释路径由原来的７条变为４条，总体一
致性为０．８９６，总体覆盖率为０．２６３。不过总体来看，４条解释路径经过布尔最小化运算之后，所
有组态结果与原结果大致保持一致。同时，总体一致性有所提升，总体覆盖率并未出现显著性变
化。因此，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我们认为研究结果是可靠的。

表５　稳健性检验

路径 条件组态 一致性 原始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１ 组织资源禀赋＊目标清晰度＊政治压力＊～执行响应＊～公众诉求＊
执行难度

０．８８９　 ０．１１８　 ０．０３０

２ 组织资源禀赋＊目标清晰度＊政治压力＊～执行响应＊～公众诉求＊
控制激励

０．９４８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５

３ 组织资源禀赋＊目标清晰度＊政治压力＊～公众诉求＊执行难度＊控

制激励
０．９０７　 ０．１３６　 ０．０５１

４ ～组织资源禀赋＊～目标清晰度＊～政治压力＊执行响应＊～公众诉

求＊～执行难度＊～控制激励
０．９０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０

总体一致性：０．８９６　总体覆盖率：０．２６３

五、结论与讨论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本质上是政策执行过程或结果的异化。本文旨在揭示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
的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理，通过构建组织 主体 过程模型，从组织资源禀赋、目标清晰度、政治压
力、执行响应、公众诉求、执行难度和控制激励七个条件变量进行考察。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选取６１个重点空气监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验证了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内在机理。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贡献如下：

首先，借助单因素必要性验证了所有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必要性程度，发现没有任何单一因
素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说明这些因素并没有达到以往研究所认为的重要性级别。这有助于理解
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无法通过单一因素进行完整的解释，为后续政策
执行偏差研究提供了方向。

其次，通过多变量组态分析发现了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七条具体路径，并总结出３种典型
模式，分别为主体型偏差、结构型偏差和框架型偏差。上述典型模式能够解释４１．３％的选择案例，
呈现出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一般性规律。其中，公众诉求不出现是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
的关键要素，是所有构型的核心条件。组织资源禀赋不出现、政治压力不强、执行难度较高等条件
的组合则容易使地方政府陷入诱因式的执行偏差。

最后，本文回应了既往研究在个案研究、定量分析和省际数据上的不足。对６１个案例进行正
反结果交叉比较分析，解决了个案研究有限推广性的难题。案例之间的高度可比性，让我们能够从
更普遍的视角去发现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借助融合定量与定性研究思想和规范的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弥补了定量研究过于依赖严格模型设定带来的净效应评估不足，同时也超
越了定性研究主观性较强、结论信度偏低的难题。对城市案例展开分析，能够兼顾不同城市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特质，分析对象更具体、更细致，回避了省际数据过粗带来的结论精准性变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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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在研究方法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只是对不同条件

的组合结果进行考察，并未考虑到时间效应，无法回答不同条件出现的先后性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因此，后续研究可以运用时间序列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ＴＳＱＣＡ）展开深入讨论。其二，在研究议
题上，本文只是分析了大气环境政策执行，对于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等政策执
行偏差可能只具有借鉴意义，无法准确回答其他领域的政策执行偏差生成机理。后续研究在这些领
域的具体分析上，可与本研究结论进行比较，共同描绘出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生成机理的知识图谱。
其三，在资料获取上，本文所运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二手数据，虽然尽可能地采取官方数据并进行了
稳健性检验，但难以避免数据的二次处理带来的数据偏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充分结合官方二手
数据和实地调研一手数据，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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